
从王朔小说看“大院北京”

——现实与文本中的文化空间
郑以然

内容提要：北京的单位大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空间变化最主要的形
式。大院割据不仅是对空间的改造，也是对北京社会阶层、居民心理以

及都市文化的一次深度重构。本文选择王朔这一当代大院作家的重要代

表为分析对象，将王朔作品中的北京构形称为“大院北京”，并把它作

为一个与“胡同北京”相对应的文化空间概念。作为大院子弟，王朔受

到异于北京市民文化的大院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自我认

同并不是有些评论所认为的北京人与平民的代表，而是外来者和“共和

国新贵”。王朔对北京的记忆与想象都集中于大院，北京对于他，是作

为共和国首都的北京，更多地具有政治性的意义而不负载太多传统文化

内涵。这提供了解读特定城市空间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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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都市文学文化的研究中，上海较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讨论的焦点。而

近二十年，北京开始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对北京的关注在各个维度上展开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在现有的北京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空间却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即

北京的大院。北京的单位大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空间最主要的变化。大院割

据不仅是对空间的改造，也是对北京社会阶层、居民心理以及都市文化的一次深

度重构。大院接纳吸收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一批进入首都的移民潮，彻底改变了

北京的居民构成。大院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是当代北京文化重要的组成

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主流文化。

大院文学的代表人物是王朔。王朔生于1958年，在北京军队大院长大。他是

最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也通常被认为是老舍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京味儿作

家。他的畅销小说售出了超过一千万册。2007年王朔小说《我的千岁寒》还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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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代中国出版业首批印数（100万）和稿费（365万人民币）的最高纪录。王朔

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大院子弟，王朔受到异于北京市民文化的大

院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自我认同并不是有些评论所认为的北京人

与平民的代表，而是外来者和“共和国新贵”。北京在王朔的笔下，是作为首都

的北京。这种城市构形其实是作家自己的都市想象、情感寄托与文化立场在作品

中的投射。王朔对北京的记忆与想象都集中于大院，以至在他笔下，大院以外的

城市形象是非常模糊的。由此，本文质疑了以往研究中对于王朔作品的两个常见

标签：“京味儿”与“平民”。

一   “大院北京”与 “胡同北京”

王朔在童年自传式小说《看上去很美》的序中写道：

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

(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

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

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

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

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

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下的烙印，一遇到

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
 1
 

大院地区——也就是王朔所说的“新北京”——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

化上都不同于“老北京”。从1951年到1961年，北京的城市空间向西、西北和东

部急速扩张。当时的城建规划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兴建了大批的单位大院。

这些单位大院大致可分为军队大院、国家机关大院、高校大院、国营工厂大院四

类。其中前两类通常被叫做“机关大院”，或者简称为“大院”，
 2
它们形成了

北京城中面积巨大的“飞地”。在这里借用“飞地”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一，

大院在空间上与周边区域相对隔离，“孤悬于旧城之西”。二，大院作为国家直

属机关用地，在行政上并不属于北京市管辖范围。
 3
三，大院地区在文化意义上

与老北京的本地文化截然不同。

大院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了与“胡同文化”并置

的“大院文化”。福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时性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并

置性的时代。”
 4
城市中不同的空间场域也代表着不同的经济状况、意识形态、

文化观念与城市人群。在西方现代都市中，巴黎有左岸与右岸，纽约有上城与下

从王朔小说看“大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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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而在北京，有大院与胡同。

在北京，特定城市空间的边沿事实上成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分界。50年代，

很多曾经优雅闲适的四合院已是破乱无序、拥挤不堪的大杂院，住在胡同里的普

通老百姓不少是体力劳动者、服务行业人员、小生意人等等。而住在大院里的人

则是国家干部、军人和学者。所有的房子和配套的服务设施都由单位提供，在军

队大院，校官可以住在三或四室的公寓里，而将军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独栋小楼。

当时的中国人曾经把现代都市生活描绘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院的

楼房虽然不高，但与北京城大部分地区仍占统治地位的平房却有了本质区别。除

了更宽敞的居住条件，大院人还拥有优美的绿化，几乎免费的水、电、取暖，便

利的班车与购物环境，便宜的理发、浴室，和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如电影放映、

舞会等等。在计划经济时代，普通北京人可能还经常性地面临物质短缺的困扰，

而大院人则在单位的保障下得以享受充足的食品供应、医疗服务、子女教育。从

某种程度上讲，大院人是受益于计划经济制度的。因此，大院里实现的，其实是

当时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对于都市性的想象。

 王朔在作品中毫不掩饰这种因住在大院而产生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小

说《动物凶猛》中，大院子弟马小军常去窥探院外的一片居民区：“我常去光顾

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

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

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

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

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过去时充满屈辱感。”
 5
尽管这样的居住条件在马小军

看来与自己的大院完全没法比，但这其实并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住处，而是国家干

部的住宅楼。而对于真正平民的住宅区，马小军连去都不会去。“在这片楼区的

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
 6
  

王朔在另一部小说《我是你爸爸》中曾试图描写北京平民的胡同生活，这

是他写作中非常罕见的例子。在《我是你爸爸》中，父亲马林生是一家书店的职

员，住在胡同里的老式四合院平房，屋内没有自来水和厕所，连痛快地洗澡也是

一种奢侈的愿望。“只在院当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共用水表，谁要用水全

院人盯贼似的盯着，因而他不能畅快淋漓地洗，只能端盆水回屋，像个月子里的

女人门窗紧闭擦拭。”
 7
在这篇小说中老北京胡同居民被描写成“小市民”，他

们不讲卫生，算计，自私，和其他小说中大院子弟们的慷慨大方形成鲜明对比。

这部小说与其说反映的是事实，不如说反映的是大院以外的北京和北京人在大院

作家心目中的刻板印象。王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非常不喜欢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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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是一个赝品。王朔说：“我特别不喜欢这两部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

和《我是你爸爸》）。因为这两部小说‘形而上’的意思在我写第一个字时便昭

然于我心头，所有细节：行为动作、人物对话统统是为了最终的揭示，如修万里

长城。”
 8
王朔的困扰根本上来自他对于北京市井文化的陌生与疏远。在军队大

院高高的院墙外面，“胡同北京”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看似触手可得，实则遥不

可及。

大院子弟和胡同孩子的相互称呼正反映出了他们的相互印象。大院孩子用

“胡同串子”这一带些贬义的词汇称呼胡同孩子。这个词的原意是游手好闲的

人，在干部家庭的孩子看来，胡同出身的孩子多半没什么远大的前途，是没出

息的混混儿。而胡同孩子会叫大院孩子“生番”、“野孩子”
 9
。“生番”一词

清楚地表示出他们是“外来者”，同时暗示着他们是“未开化的”“不守规矩

的”，因为这些大院子弟完全不懂得老北京的礼数，也不会遵循那些传统的风俗

习惯。“野孩子”一词一方面强调大院孩子不知来自何处，一方面还因为大院孩

子的父母通常由于工作忙很少陪伴他们，也少有亲戚在北京，是没人管的孩子。

这些孩子之间的称谓其实代表了这两类居民的相互印象。正如城市地理学家与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学家大卫·哈维所说：城市空间“始终都表现了某

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
10
大院

与胡同居民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并不愉快，而在“文革”中，很多激烈的武斗

也恰恰就是发生在大院子弟与胡同孩子之间。

在都市研究领域，从海德格尔的“属人空间”，到大卫·哈维的空间是“关

系和意义的集合”，城市空间的社会与文化属性得到公认与重视。而王朔笔下

“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
11

的大院文化显然是一种有别于老北京胡同文化的新型文化。

第一，和老北京经过沉淀相对固定的单质文化相比，大院文化是极其多元

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熔炉文化”，由大院居民那来自五湖四海的故乡文化共

同构成。王朔在小说里这样描绘道： 

38楼人家都吃辣子。家里炒辣淑，闻见油锅味儿就要流眼泪。 

42楼和23楼里很多大个子壮汉，吃馒头地瓜就大葱，说话像含着猪大

油。爱打孩子。孩子也被打惯了。经常在楼下听到楼上近乎杀人的惨叫，片

刻受害者下来笑嘻嘻的若无其事。 

⋯⋯高洋什么都懂。他家吃蛇，有时还套猫。他家一个老太太说出话

来谁也听不懂。 

小朋友家爱吃的东西都不一样。除了地瓜大葱还有喝醋的一天到晚捞

从王朔小说看“大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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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的炒菜放糖吃糯米的。我家专做的就是猪肉酸菜炖粉条。 

没一家爱喝豆汁。
12
  

在这个片段中，王朔描写了一些地方的典型饮食习惯，读者可以非常容易

地判断出那些居民的老家。从四川东北到广东江南，王朔展示了军队大院特殊的

熔炉文化景观。而在最后，王朔用短短一句话自成一段地写道：“没一家爱喝豆

汁。”豆汁是一种代表性的北京小吃，在此作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象征。没人爱

喝豆汁，揭示了大院中绝少北京“土著”的状况，正如王朔说的“居民来自五湖

四海，无一本地人氏。”
13
在这片被高高的院墙围起来的区域中，并没有为老北

京文化留存的一片土壤。

第二，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王朔说的是地道的“北京话”，而这其实也

需要正名。军队大院中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外面的“北京土话”。王朔说：“我

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老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

‘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

式文化背景的不同。”
14
在军队大院人们都说普通话，也就是王朔说的“尽操国

语”。大人们会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而孩子们说的话是“新北京话”，这种语

言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院的新移民中形成的。

在《红楼梦》与老舍的小说中，北京话是一种讲究传统礼仪，精致谦逊的语

言， 这一语言风格至今还在胡同中得以延续。与之相反的是，王朔小说的人物

油嘴滑舌，甚至出口成脏，所说的俚语也少有老北京的市井俚语，而是当代的新

创。据王朔回忆，他最知名的一些语句都出自他朋友们的创造: “‘玩的就是心

跳’是他们一起玩扑克的北京作家苏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他偷了（‘他’

指王朔，下同）；‘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语，被他看

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当时市公安局宣传科的付绪文一跟人开玩

笑开急了就说的；‘早死早超生’是梁左打麻将时劝人快出牌时的用语。”
15
另

外，王朔语言中的政治色彩也是其突出特点之一，这点将在后面论及。

第三，军队大院居民和胡同居民处于不一样的人际关系氛围中。在老舍的

小说中，北京被描述为一个温暖友善的城市，北京人热情，善良，仁义。《四世

同堂》中的祁家所在的小羊圈胡同就是一个典型。而在大院则是另一番情景。

在《过把瘾就死》里，女主人公所住的军队医院大院是这样的：“平房里住满

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

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在着深仇大恨

似的。”
16
然而，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冷漠人们不仅不以为奇，反而乐在其中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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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傲，“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

‘独’劲儿。”
17
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源自大院与胡同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

四合院（或者说大杂院）里几个家庭共用一个小院，形成开放的空间。胡同的邻

里关系相对稳定，街坊四邻可能已经相识了几代人，具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价值

观。而大院的单元楼房则是相对封闭的住宅，在大院中，人们相识时间不长，且

各自仍然保持着自己家乡的习俗与方言，缺乏相互认同。而以单位为主导的军队

机关大院不仅等级分明，还难免利害关系冲突，“文革”时期的大院更可以说类

似于福柯笔下的监视、惩戒的空间，进一步弱化了邻里人际关系。

大院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在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文

化就是大院文化的主体。时至今日，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已经转为“红色文化”，

在90年代的红色怀旧思潮中，大院——通过大院子弟在文艺界的影响——仍然是

这种文化向全市乃至全国传播的中心。“大院北京”与“胡同北京”构成了同时

并存的两个世界。他们之间界限分明。而独特的大院文化也培育出了王朔等大院

作家，他们的文学创造与大院密不可分。

二   大院子弟：“共和国新贵”

“大院子弟”不仅是王朔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是他作品中人物的重要标签。

大院子弟的生活方式、行为、态度、情感以及命运都与“大院”这一地理文化空

间紧密相联。王朔笔下的人物几乎都以他自己以及他大院中的朋友作为蓝本，他

的很多作品有着共同的主人公：方言。在《看上去很美》中，主人公则是童年方

言——方枪枪。王朔自己也承认，方言的原型就是王朔自己。王朔说：“我试图

自我表达，写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

《痴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包括《空中小姐》的前半部分，

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应该说写这批小说时我感到了

一些自由表达的快乐。”
18
在王朔不同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共享的人物，如高洋高

晋兄弟等等，这给读者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所有这些小说都讲的是同一群人的故

事，发生在同样的时空，有着共同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人物有着非常

类似的行为与说话方式，读者有时几乎很难将他们分辨开来。学者王鸿生敏锐地

指出：“王朔小说中所有的说话的个体都可以概括为一个‘我’。”
19
而这些人

物所共同拥有的身份就是“大院子弟”。

以往有些评论习惯用“京味儿”和“平民”来定义王朔的作品，然而对于大

院子弟，这两种表述都是有待商榷的。

尽管通常被认为是京味儿作家的代表，王朔却曾经多次公开强调自己不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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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王朔曾说自己实际是东北人，最多只能算“半吊子北京人”。 
20
王朔生

于辽宁，童年时随父母迁居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千上万的“政治移民”中

的一员。 

军队大院中的第一代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和自己的原籍有着无法割舍

的、根深蒂固的联系。饮食喜好，生活习惯，以及方言或口音把他们和自己出生

长大的地方永远绑在了一起，那是他们视为生身故乡的地方。第一代移民对于北

京没有与生俱来的感情，北京只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不是他们文化与精

神意义上的故乡。另外，军队大院居民的流动性很强。干部和战士们服从中央军

委的调遣，随时可能移居去其他城市。因此，直到退休以前，他们的住房都是临

时性质。北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他们临时落脚的寄居城市。

对于在北京长大的第二代移民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很小就离开了自己

的出生地，尚未来得及建立与出生地之间的感情纽带。他们对于自己父母的故乡

并没有同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第二代移民也很难把古城北京视为自己的故乡。他们不会像老舍一样

对北京有着“言语无法形容”的深情。
21
老舍认为自己和北平是融为一体的。但

是军队大院居民与这座城市之间显然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他们的个人体验与城

市的历史没有交汇，难免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深爱。 

在一个正经历着剧烈变革的时代移居到陌生城市，同时又没有可以依恋的故

乡，王朔对自己的个人认同感到过困惑： “这些年我也越活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了。”
22
他需要一个“故乡”以建立自己的个人认同，去承载他的记忆，表达他

的情感和关注。最终，王朔将他缺失的“故乡”建立在了军队大院这一特殊的城

市空间。

从本文开头所引王朔的话中可以看出，王朔所认同的故乡是“大院北京”，

也就是他说的“新北京”。这也是他对于北京的都市想象。“大院北京”在地理上

指北京西郊的军队和机关大院聚集地区，在文化上代表社会主义革命文化。 需要

注意的是，“大院北京”的政治属性要强于其地理和文化属性。首都是国家的中

心，而大院区域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首都的心脏。它是中央军事与行政机构的所在

地，是这个新建立政权的象征和保护者，它代表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大院居民直接为国家工作，他们把自己看作 “国家的人”而非“北京的人”。

如果说城市的意象是由不同的空间（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将其

归纳为五个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构成的话，生于小羊圈胡

同的老舍和长于复兴路军队大院的王朔用不同的代表性空间，塑造了完全不同的

北京意象。在老舍的《想北平》中，老舍提到“雨后什刹海的蜻蜓”“玉泉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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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影”，
23
而在王朔的小说中，我们绝少看到这样的北京地名。其中出现的常常

是礼堂，电影院，溜冰场，老莫（北京莫斯科饭店）。王朔笔下的北京更应说是

共和国的首都，而至于这个首都在南京，还是广州，其实关系不大。

通过把北京想象为“大院北京”，大院的第二代移民最终建立了自己与所居

住城市的情感纽带并寻找到了归属感。王朔明确表示他出身于这个“大院文化割

据地区”。这是他个人习性的源头，作品中人物的烙印，骨子里的记忆。在老北

京，他们是新移民，在新北京，他们是主人。老北京属于老北京人，而新北京则

是属于他们这些“共和国新贵”的。 

在这里还要质疑另一个之前被广泛接受的对于王朔小说的定义——“痞子文

学”。这个定义经考证出自宋崇，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宋崇说王朔的小说

“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
24
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学者 Geremie 

Barme 将王朔定义为“当代平民小说作家”， 因为王朔描写了一群边缘化的当代

中国劳动阶级。
25
这一在西方评论界被接受的称谓显然也是一种误解。王朔自己

并非出身底层，他的父母都是军队干部。他笔下的人物也并无普通百姓，他们中

不乏高级军官的子女，真正的平民会称他们为“共和国新贵”。 

在他较新的小说《我的千岁寒》的前言中王朔写道：“我是共产党，我们

全家都是共产党！我的亲戚朋友父母两系无一不是共产党，我们那个院全是共产

党，我们那条街全是共产党，一家子，一家子，一院子，一院子，男女老少都是

共产党。北京复兴路，新北京，那是共产党的老窝。⋯⋯十岁以前我就不认识不

是共产党的。后来搬到老段府，才见到老百姓，北京人，旗人。我还觉得到了穷

国呢。”
26
这一前言有一个标题叫作“我是谁”。在这一段，王朔非常直露地阐

明了自己对满族这一没落的贵族的轻视，也看不起旧军阀段祺瑞。他显然与真正

的市民社会保持着距离，那是他眼中的“穷国”。 而这段也再度证实，王朔显

然认为大院人与“老百姓”、“北京人”是对立的概念。

王朔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反讽。这曾经被解读为一种反政治的态度，一

种反叛与消解的姿态，和平民对于国家权力的批判与自我诉求的表达。然而我们

需要注意：一方面，王朔对于革命话语的信手拈来正显示了他对于这种话语的纯

熟掌握，对其精神的深刻把握。在表面上，那些政治笑话和讽刺似乎站在权力的

反面。而事实上，这些对党和国家政府肆无忌惮的批判和讽刺恰恰表明了作者在

这一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王朔犀利的反讽并不会割断他与国家权力坚固的内

在联系，他文本中无处不在的政治隐喻与满不在乎的态度恰恰表露了他本身正是

特权阶级中的一员。 

王朔乐于以戏谑的方式改编毛泽东语录等革命话语，譬如以一种自创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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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式。在《一点儿正经没有》里面，王朔写：“我主张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
27
“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

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
28
在《给我顶住》中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诱妞大全》上就这么写的。”
29
在《我是你爸爸》中，王朔说：“一

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关键是夹起尾巴

做人。”
30
这类句子的前半句是读者耳熟能详的革命话语，但王朔添加的后半句

完全扭曲和偏离了本意，带来了讽刺甚至荒谬的色彩。

这种革命歇后语形式其实不能算王朔的创造，在“文革”中，话必先引毛主

席语录是真实的荒谬。在这种话语模式盛行的时代，严肃地机械重复着这种话语

的反而是远离权力中心的百姓。他们，自愿或者被迫地，小心翼翼地以刻板重复

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并最终成为语言暴力的牺牲品。而只有那些根红苗正的“共

和国新贵”，才敢于轻视这种形式主义，因为他们是可以被原谅的一群人。 

在王朔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对于党的口号，英雄人物，历史事件的“大不敬”

言语。在《顽主》中，中苏谈判之滔滔不绝好比抽马桶。
31
在《玩得就是心跳》

里对暗号时，“高高山上一头牛”对的是“两个凡是三棵树”，打牌叫做过组织

生活，输钱叫做交党费。甚至有一些更为夸张的政治性讽刺，在80年代同时期的

文学作品中还是比较罕见的。然而王朔小说的出版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当《阳

光灿烂的日子》审查遇到问题时，刘心武对此评论道：“审查机关最后会意识到

这些军队大院的孩子是他们的自己人。”
32
王蒙也指出：“当然，他们（王朔小

说中的痞子）不会做任何反党反社会的事，也不会违反法律法规。他只是制造

了一些空洞的笑话，但从不会真正指向一个大的权威（哪怕是一个部门的党支

书）。如果他讽刺了某人，那一定是他的朋友。”
33
王朔等大院子弟受益于社会

主义制度，并不具备对基本制度进行尖锐批判的动力和意愿。因此，王朔对党和

政府的讽刺注定只能是温柔和间接的。

朱学勤提醒道：“王朔把自己的写作掩盖在平民意识的外衣下，有意无意地

将自己的写作商业化。他的策略事实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具有历史感，你会

发现其真正的内容：军队大院中的老一代移民毁坏了市民社会。年轻一代移民则

假装扮演平民。你可以轻松一笑，但如果你真的认为这就是平民意识，那你就大

错特错了。”
34
总得来说，作为“共和国新贵”，王朔对于政治话语的消解完全

不等同于对政治权力乃至实体的抨击。他的政治反讽相反揭示了他的优越感，正

是他地位上的特权允许他去运用这样的幽默。而他的小说中那些“新贵”们所玩

的心跳也不是平民可以尝试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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